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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移民实边与新疆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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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移民实边”， 是我国历史上历朝治理边疆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 掀

起了一轮内地居民向新疆迁徙的新高潮。 移民首先被安置在北疆地区， 进行农业开发， 不仅发展了经

济， 也为其实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道光年间， 清朝调整政策， 开始移民南疆， 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

展。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 新疆社会变乱， 历十多年， 移民人口伤亡惨重， 土地荒芜， 水利堙废。 清军

收复新疆以后， 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一方面招集流亡， 一方面采取更为积极宽松的政策， 鼓励内

地无地或失地农民前来新疆， 移民屯垦。 至清末， 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 汉族作为移民中主

要族群， 与维吾尔、 满、 回、 蒙古、 哈萨克、 柯尔克孜、 塔吉克、 锡伯、 达斡尔、 俄罗斯、 乌孜别

克、 塔塔尔等民族一起， 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疆多民族共同聚居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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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实边”， 是我国历史上历朝治理边疆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 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 清朝

平定准噶尔。 接着， 又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 统一新疆。 为了开发、 建设和保卫祖国

西北边陲， 掀起了一轮内地居民向新疆迁徙的新高潮。 内地移民迁入新疆， 不仅加强边防， 促进

了新疆的经济发展， 而且推进了新疆的社会进步， 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奠定了新疆多民族共同聚

居的新格局。

一　 移民出关与北疆地区的农业开发

清代， 内地居民有组织地移民新疆是从屯田开始的。 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 清军于巴里坤

设大营， 派绿营兵 ５００ 名专事耕种，① 始开屯田。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 于各地驻军。 “防守则取

诸满洲暨蒙古、 索伦诸部， 屯种则兼用绿营”。② 绿营兵是由汉族组成的军队， 他们和八旗兵一

样， 也有驻防和换防之分。 驻防兵长期驻守一地， 可以随带家眷。 绿营兵主要驻扎在伊犁、 乌鲁

木齐、 巴里坤和古城 （奇台）， 以及吐鲁番和哈密等地。 他们之中部分官兵又以换防的形式前往

南疆的喀什噶尔、 叶尔羌、 和阗等地， 屯垦戍守。 这样， 汉族居民也随之分布于全疆各地。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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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 新疆绿营合计总兵额为 ４ 万人， 连同眷属应达 １０ 数万之众。①

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 二月， 在决定派遣 ５００ 名绿营兵专事屯田的同时， 尚书富宁安奏称：
“哈密所属布鲁尔、 图呼鲁克接壤之处， 并巴尔库乐、 杜尔博尔金、 哈喇乌苏及西吉木、 达里

图、 布隆吉尔附近之上浦、 下浦等处， 俱可耕种。 应各令派人耕种， 给予口粮牛种”。② 也就是

说， 从这时起， 清朝政府就开始筹划移民出关， 到新疆垦荒屯田， 史称 “民屯” 或 “户屯”。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 统一新疆以后， 采取 “以北治南” 的战

略， 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驻惠远城， 总理全疆军政事务， 并于伊犁、 乌鲁木齐、 古城、 巴里

坤等地驻防八旗、 绿营官兵。 北疆地区本为准噶尔牧地， 由于多年战乱和疾病流行， 民众或亡或

散， 以致 “千里空虚， 渺无人烟”③。 面对如此残破的局面， 如何解决军政官员及驻防兵丁的后

勤供应， 便成为了清朝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移民出关， 招民屯垦遂提上议事日程。 同年

秋， 副都统范时绶奉命查看乌鲁木齐屯田， 所经之处 “地多肥壮， 水亦充足， 雨露霜雪俱有”，
而仅以绿营兵丁屯种， 地力未尽， 供给不足， 深感 “急宜招民开垦纳粮， 以抵岁需军饷”。 故上

书朝廷， 请 “敕下陕甘总督， 将新辟疆土详加妥议， 作何招民开垦纳粮， 不致各省岁岁协拨，
为一劳永逸之举， 俾兵无冗食， 边疆永定”。④

不久， 乾隆皇帝肯定了向新疆迁移内地民户的建议， 并将其与内地人口增长的压力联系起

来， 说 “今日户口日增， 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 不能增益， 正宜思所以流通， 以养无籍贫民。
……西陲平定， 疆宇式廓， 辟展、 乌鲁木齐等处在在屯田， 而客民之力作、 贸易于彼者日见加

增， 将来地利愈开， 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 其于惠养生民， 甚为有益”。⑤

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 九十月间， 清朝政府招募到第一批移民出关赴新疆垦荒种田。 据主

管此事的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报， 他们是安西、 肃州贫民， 有 “二百六户， 男女大小七百三十名

口”。⑥ 第一批民户编为四起， 陆续起程， 于当年底到达乌鲁木齐， 就地安插。 不久， 清朝政府

又在张掖、 山丹、 东乐等县续 “招户民二百户， 共男妇大小七百八十余名口”，⑦ 亦分四起， 于

来年正月中旬陆续出关， 二三月到达乌鲁木齐种植麦稞、 粟谷。 这样， 乌鲁木齐就成为了清代新

疆最早兴办民屯的地方。 二十九年十月， 杨应琚奏称， 在肃州、 张掖县招募缘边瘠土民人 ５１８
户， 在敦煌县招募 １９０ 户，⑧ 迁移至乌鲁木齐屯垦。 特别是在三十年八月， 杨应琚又在肃州、 高

台招募 １３００ 户无业贫民， 准备到特纳格尔 （今阜康） 屯垦。 但由于该地 “现非冲要， 既无过往

官兵， 商民又少， 所贮米谷， 每年支给本庄官兵外， 所余尚多”。 因此， 清朝政府决定将在特纳

格尔驻屯的 ６００ 名绿营官兵， “留一百屯田， 余移驻呼图毕 （壁）。” １３００ 户移民中， “令分住八

百户， 由彼处贮谷内借给籽种口粮， 余五百户， 令分住罗克伦 （昌吉县属） 等处”。⑨ 到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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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加上自请迁移的民户， 乌鲁木齐所属各地的甘肃籍移民已达 ３０００ 余户， 初步形成了以迪化

为中心， 包括昌吉、 阜康在内的民屯垦区。
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 以后， 安置移民的中心转移到了乌鲁木齐以东地区。 在此前一年，

陕甘总督杨应琚建议 “募民屯田于木垒”， 拟计划自东吉尔玛太至三音他拉 （在今阜康东） 安置

２７００ 户。 但由于当地增开兵屯， 改为在吉木萨尔以东 “相度安插”， 并减为 １１５０ 户为满额。①

三十五年， 额定招募的人户全部到齐， 被先后安置在木垒河、 东西吉尔玛太、 奇台、 东西葛根、
吉布库、 更格尔八处， 并派 “驻经历一员， 俾管八屯一切民屯事务”。② 三十六年， 陕甘总督明

山奏请， 从 “凉州、 肃州、 甘州三府招获民人四百户， 通共二千四百三十名”， 被安插在吉木萨

尔东北旧城处落户垦种。③ 这样， 使乌鲁木齐与巴里坤之间的民屯聚落和农垦区彼此连接起来

了， 形成了各处 “壤境毗连， 兵民烟村相望”④ 的局面。
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 甘肃各地遭受旱灾， 民生艰难。 乾隆皇帝认为， 甘肃省地瘠民贫，

灾歉几无虚岁， “与其频年周赈， 不如送往乌鲁木齐安插”。⑤ 于是， 又掀起了一个移民小高潮。
不过， 这一次将安置民户的重点转向了乌鲁木齐以西地区。 四十二年， 甘肃招募到愿往新疆屯种

的贫民 ６４２ 户， 其中玛纳斯一处就安置了 ４２８ 户。 第二年， 在玛纳斯、 呼图壁二站之间的土古哩

克又安置了 １６８ 户， 使 “阡陌村墟更为联络”。⑥ 四十四年， 甘肃镇番县有 １８００ 多户出关屯垦，
仍命在 “迪化以西安插”。 但因户数过多， 才将其中的一部分改拨到了吉木萨尔等处。 至四十五

年， 安置在玛纳斯的移民超过了 １２００ 户， 使以乌鲁木齐为中心， 东起巴里坤， 西至玛纳斯的垦

区完全连成了一片。
截止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 有组织的移民出关到北疆地区屯垦的活动逐渐结束， 为此， 清

朝政府采取鼓励、 扶持政策。 规定： 凡举家出关的应募贫民， 均由官府出资供给途中盘费、 车价

及其他生活必需用品。 如 “口食银”， １０ 岁以上为大口， ９ 岁以下为小口， 大口每百里给口食银

六分， 小口给银三分； “车价银”， 不分大小口， 每三名给车一辆， 嘉峪关内每辆车每百里给车

价银二钱二分五厘， 关外每百里给车价银八钱； 御寒皮衣， 每大口一件， 折给减半价银四钱八

分； 铁锅， 每户一口， 折给减半价银二钱二分五厘。⑦ 抵达目的地后， 这些移民便被安置在事先

勘定好的屯垦区内。 按规定， “每户拨地 ３０ 亩， 农具一全副， 籽种一石二斗， 又每户给马牛一

匹只， 作价银八两， 建房价银二两。 照水田例六年升科后， 分年征还归款。 又， 每户于到屯之

处， 按每大口日给白面一斤， 小口减半， 秋收后交还归款”。⑧

对于移民落户之后， 在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清朝政府也予以关注， 及时解决。 如规

定， 移民以每户给地 ３０ 亩为率， 但 “丁多有力之户自三十亩陆续垦至数十亩； 丁少无力之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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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仅垦十五至二十余亩不等” 者。 对此， 清朝政府允其量力而行， “愿多者听”。① 对于遭遇

灾害的民户， 清朝政府亦予以及时救济。 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 乌鲁木齐的移民到屯不久， 因

“雨泽稍欠， 又有野鼠食禾， 被灾自一二分至七八分”。 乾隆皇帝考虑到 “伊等俱系新迁， 并无

积蓄， 若不加以救济， 则伊等拮据口食， 不能尽力耕耘”。 即谕令 “加给升斗， 俾无失所”。②

以后， 又决定免还续借口粮。
清朝政府的一系列鼓励、 扶持政策， 提高了内地贫困民户移民新疆屯垦的积极性。 乾隆二十

六年 （１７６１）， 寄居肃州的山西临晋县人卢文忠， “请愿自备车辆路费， 挈眷前往认垦”，③ 受奖

监生顶戴， 并被安排与应募民户一同前往。 据乌鲁木齐都统明亮奏称： “截止四十六年止， 陆续

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余户。”④ 如果按每户 ４ ～ ５ 人计算， 出关移民人数应该在 ５ 万余口。
移民出关， 促进了北疆地区的农业开发。 北疆地区历来是传统的游牧地区， 地广人稀， 耕种

乏人， 加之地理位置偏远， 有高山戈壁阻隔， 农耕事业鲜有发展。 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 采取

积极政策， 动员组织内地贫困民户出关， 在不过 ２０ 年的时间里， 使数以万计的移民在天山北麓

落户屯垦， 迅速改变了当地的面貌。 移民落户当地后， “安置耕种， 年获丰收， 俱各得所”， 使

北疆地区出现了 “阡陌广辟， 堡舍日增”⑤ 的繁荣景象。
移民出关， 奠定了北疆地区农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在安置移民过程中， 清朝政府根据各地地

形地貌、 环境位置、 水源分布等， 有计划、 有步骤地配置人力、 开发和利用土地。 至乾隆后期，
逐渐形成了以镇西府宜禾县为主的巴里坤垦区； 以奇台为中心， 包括木垒、 东西吉尔玛太、 东西

葛根、 吉布库等处在内的奇台垦区； 以迪化为中心， 包括济木萨、 阜康、 昌吉、 呼图壁、 玛纳斯

在内的乌鲁木齐垦区。 这些垦区再经库尔喀喇乌苏、 精河向西， 与以维吾尔移民为主的伊犁垦区

相连接， 第一次形成了北疆地区农业整体发展格局。
北疆地区农业整体发展格局的形成， 使其向东几乎和内蒙古新的农业区连成了一片。 农业经

济区的扩大， 牧业经济区的缩小， 最终解决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农耕与游牧经济矛盾和冲

突， 进而形成了以农耕文化即中原文化为主， 以游牧文化为补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同时， 这

也为清朝政府首先在北疆实行郡县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垦区不断发展的同时， 垦地面积、 粮食产量迅速增加。 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 乌鲁木齐

所属各地垦种土地已达 ９８ 万 ７ 千亩， 每岁纳粮 ７ 万 ３ 千余石。⑥ 至六十年， 乌鲁木齐所属存贮粮

达到了 １２５ 万 ５ 千余石。⑦ 说明户民所纳粮石不仅满足了驻军的后勤需要， 而且有了结余， 甚至

有麦豆存贮 １０ 年以上者， 因恐发生霉变， 而要求出粜。
出关的内地贫困民户， 由于得到了清朝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 扶持， 移居北疆后， 安居乐

业。 在他们的示范效应带动下， 自发移民日趋活跃， 与日俱增。 除了务农民人以外， 一些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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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等也加入了移民的行列。 时乌鲁木齐 “字号店铺鳞次栉比， 市衢宽敞， 人民辐辏， 茶寮酒

肆， 优伶歌童、 工艺技巧之人， 无一不备”①。 据 《户部清册》 统计， 至乾隆五十六年 （１７９１），
乌鲁木齐、 巴里坤人口达到了 １２ 万 ４ 千余人， 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 达到了 １８ 万 ４ 千人， 咸丰

七年 （１８５７） 则达到了 ３１ 万人。②

二　 清朝政府政策的调整与南疆移民屯垦

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 由于采取民族隔离政策， 在乾嘉时期， 除驻防绿营兵和少数商人

外， 进入南疆地区的内地移民不多。
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 四月， 陕甘总督杨应琚根据在北疆招民屯垦的活动， 提出在巴尔楚

克、 恒额拉克等地 “招散处回民， 听其垦艺”， “有贫乏不能自立者， 官为借给口粮籽种”。 清朝

政府认为， “若如该都督所请， 借给籽种口粮， 则购运转输， 仍所不免。 或其中实有情愿出力垦

种、 不必全赖官为经理者”。③ 不久， 乾隆帝谕曰： “西陲戡定， 回部悉平。 朕之初念， 岂务为好

大喜功， 今亦不过辑其旧部， 复其本业而已。” “今当扫穴之余， 在残众自营生计， 不过还其所

固有。 而驻防大臣等循行劝垦， 亦惟用其人以垦其地， 曾有一内地百姓抑之负耒而往者乎！”④

也就是说， 由于南北疆基础、 环境不同， 清朝政府对其采取了不同政策， 对南疆招民屯垦 “惟
用其人以垦其地”， 不必 “官为经理”。 所以， 没有移民前往南疆屯垦。

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 因办事大臣素诚、 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横征暴敛， 狂纵妄行， 虐害乡

民， 南疆乌什发生了维吾尔族群众武装反抗清朝封建官员和阿奇木伯克的事件。 当地民众的武装

被镇压以后， 清朝政府承认这次事件是 “官逼民反”， 应从整饬吏治、 消除积弊入手， 进行善

后， 但又把部分原因归咎于驻防官兵及内地民人与维吾尔族居民杂居共处。 在 《乌什善后章程》
中， 清朝政府明令宣布： “民人之居宜别”， 指出： “内地贸易商民渐多， 所居与官兵相近， 尚可

弹压， 若与回人相杂， 易滋事端。 请令该大臣等清查， 俱令赴驻兵处贸易。 若仍与回人杂处， 即

行治罪”。⑤ 后来， 在 《回疆则例》 中明文规定： “内地汉民前往回疆各城觅食佣工者， 如无原

籍年貌、 执业印票及人票不符， 即行递解回籍”。⑥ 清朝政府实行的这种民族隔离政策， 不仅限

制了内地商人在南疆地区的居住和商贸活动， 而且关闭了内地民人进入南疆屯垦的大门。 所以至

嘉庆末年， 南疆仅有阿克苏、 喀喇沙尔、 乌什三处兵屯， 以及曲惠一处民屯， 规模都不大。 阿克

苏初仅有屯兵 １５ 名， 种稻 １５０ 亩。⑦ 乌什有屯兵 ２５０ 名， 种地 ５ 千亩。 喀喇沙尔有屯兵 ３０２ 名，
种地 ６０４０ 亩， 交粮 ５９００ 余石； 民人垦种 １９９３ 亩， 交纳租粮 ２５９. ９ 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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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 流亡浩罕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发动叛乱， 先后三次入卡烧

杀抢掠。 特别是在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 张格尔率兵攻陷喀什噶尔、 英吉沙尔、 叶尔羌、 和阗四

城， 致使 “田园庐舍， 蹂躏殆尽”①。 继而， 又进攻阿克苏、 乌什， 南疆全线告警。 为平定叛乱，
清朝政府从内地急调吉林、 黑龙江、 陕西、 甘肃、 四川五省兵前来会剿。 八年， 张格尔被擒， 解

京处死。 但时隔仅一年多， 其兄玉素普又在浩罕封建主的唆使下入寇， 围攻喀什噶尔、 叶尔羌、
英吉沙尔诸城， 南疆地区再次遭受战乱破坏。 清朝援兵到后， 玉素普大掠后遁走。

张格尔、 玉素普之乱持续长达十年之久， 迫使清军频繁调动， 疲于奔命， 表明清朝政府治理

新疆的重点和方式， 已经不适应新形势， 不得不重新认识南疆地区的战略地位。 正如伊犁将军玉

麟所说： “南八城为西陲保障， 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 番子部落， 皆赖以巩固”。② 新任将军

恩特亨额进一步阐述说： “南路八城与伊犁、 乌鲁木齐等处相为表里， 处处有径可通。 若南疆不

守， 则伊犁至巴里坤各城， 不啻断其右臂， 偶有蠢动， 北路必守御为艰”。③ 南疆战略地位如此

重要， 却未受到重视， 故魏源一针见血地指出： “戡定新疆经画善后之计， 北路详于南路。 故屯

田二十八万余亩， 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 其官兵则北路驻防， 而南路仅换防； 商民则北路挈眷，
南路不得挈眷， 夫固畛域视之矣”。 所以， 他认为， “诚使仿伊犁、 乌鲁木齐移眷驻防之例， 以

回疆戍兵改为额兵， 屯田裕饷， 并许内地商民挈家垦种， 以渐升科。 ……卤莽为之， 事半功

倍”。④ 上述意见促使清朝政府调整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 由 “重北 （疆） 轻南 （疆）” 转向

“南北并举”， 允许八旗官兵 “携眷驻防”， 同时招募内地民人认垦土地， 商民携眷前来， 亦听其

便。 宣布 “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 有愿携眷者听之”⑤。
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 清朝政府首先在喀什噶尔附近的喀拉赫依 （今疏勒县） 和叶尔羌的巴

尔楚克招民屯垦。 喀拉赫依招民 ５０６ 户， 种地 ２０２６２ 亩； 巴尔楚克的毛拉巴什、 赛克三招民 ３６０
名 （户）， 垦种 ２４０００ 余亩。 十四年为升科之岁， 喀拉赫依 “应征小麦六百七石零， 全数交仓”。⑥

巴尔楚克 “水畅土肥， 夏秋二禾收成均在九分以上”，⑦ 亦按时升科， 每年征粮 ７ 百余石。
喀什噶尔、 巴尔楚克开办屯田， 吸引着内地户民迁入南疆， 渊源踵至。 值此顺利发展之际，

道光皇帝却一面认为 “屯田为兵食攸关， 果其草莱日辟， 原足以壮声势而实边储”。 另一方面他

又担心 “民人日聚日众， 必有家室妻孥”， “人既众多， 回民能否相安， 亦当豫为料及。 倘假开

荒名目， 竟将回民产业强行侵占， 将来内地无业贫民纷至沓来， 易滋扰累。 不但回民生计日蹙，
恐至别生事端， 不可不防其渐”。 所以他要求驻扎大臣认真查看， 早为办理， 并提出 “以回易民，
令其就近承种， 尤可日久相安。 彼时即可将认垦民人陆续妥遣回籍， 亦属一劳永逸， 庶无后患”。⑧

清朝政府政策动摇， 导致喀什噶尔、 巴尔楚克屯田一时受挫。 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 伊犁参

赞大臣苏清阿奉命查勘南疆屯田。 他一面承认民人 “依界耕种， 并未侵占回田”， 但又说 “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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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无瓜葛”， 奏请将喀拉赫依屯田 “乘兴办之始， 早为裁撤”。 道光皇帝著照所请， 决定自来

年麦收以后， 陆续遣散该处屯民。① 但不久， 即发现事有不妥， 认为屯民 “室家聚处， 安为世

业， 即有缓急， 究属内地民人， 各顾田庐， 自知捍卫， 于边务大有裨益， 较之拨给回民， 自更妥

协”。 所以指示有关人员， 照旧办理， 无庸更张。② 但是， 这时原招募的屯民或去屯经商， 或请

票回籍， 已经散去大半， 留下的仅有 ２３７ 人了。 巴尔楚克屯田也因管理不善出现问题。 道光十八

年 （１８３８）， 屯民田世英等 １５ 户 ７６ 口 “房间衣食不能散给充足， 且屡报屡催不理，” 便 “挟男

携女徒步逃奔”，③ 引发人心惶惶， 屯务混乱。
喀什噶尔、 巴尔楚克屯田虽然一时受挫， 但由于清朝政府政策的转变， 已经为内地民人移民

南疆打开了通道。 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 山西、 陕西、 甘肃以及北路乌鲁木齐在喀喇沙尔的铺户

商民， 以巴尔楚克已有北路民人携眷认垦为由， 请照其例回籍搬眷获准。 此后， “眷户日增， 人

烟日众”， “出口谋生者纷至沓来”。④ 为此， 清朝政府一面 “裁屯改户”， 一面踏勘荒地， 开挖

沟渠， 招民屯垦。 所谓 “裁屯改户”， 就是将屯田官兵裁撤回营， 其耕地招户认种。 这样， “于
兵丁技艺， 民人生计， 均有裨益”。⑤

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九月， 喀喇沙尔首先完成了 “裁屯改户” 的工作， 上交额粮与屯兵

相比， “有盈无绌， 供支官兵廉粮外， 尚有赢余”。⑥ “裁屯改户” 的成功， 使南疆各城深受鼓

舞。 阿克苏、 库车、 乌什、 喀什噶尔、 叶尔羌、 和阗等地官员纷纷上报查出可垦荒地， 奏请

“招集回户承种”。 尤其是阿克苏办事大臣辑瑞勘得荒地 １０ 万亩， 开渠引水， 就地招募维吾尔户

民认垦， 但因未经批准便 “开工兴屯”， 受到道光皇帝斥责。 二十五年五月， 谕曰： “因思回疆

各城开垦荒地， 朕意原以内地民人生齿日繁， 每有前往各城营生谋食者， 如能将此项荒地招致民

户承种， 则地无旷土， 境鲜游民， 日久可成土著， 俾得安所乐生， 原非为该处回户另筹生计”。⑦

辑瑞等不明上意， 擅招回户认垦， 获罪不可避免。
然而， 阿克苏等地驻扎大臣招募维吾尔户民认垦事出有因。 据研究， 从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

至道光中期的 ５０ 年间， 南疆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率达 １. ３５％ ～１. ３６％ ， 总人口接近 ６５ 万， 翻了一

倍有余。⑧ 所以在嘉庆年间， 就已经有奏报称各城回人 “生齿日繁， 原种田亩收获交差之外， 其

孳生人口难于养瞻”。⑨ 为了谋求生存， 维吾尔户民自发地于原额地亩以外 “私垦地亩”。 道光

八年 （１８２８）， 那彦成奉命清查地亩钱粮， 报告说： “臣等查回疆隙地， 逐渐开垦成熟， 其隐匿

粮赋， 不止喀、 叶二城， 复又咨行各城大臣， 督饬阿奇木等亲历回庄， 逐细清厘”。�I0 经查， 南

疆八城升科的新增粮赋竟有 ５４０００ 余石， 与乾隆年间相比翻了一倍。 其中， 库车、 叶尔羌、 乌什

新增税粮甚至超过了原来的额数， 充分说明了维吾尔新增人口对土地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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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回疆可垦地亩拨给少地或无地的维吾尔户民耕种， 还是招内地民户屯垦， 道光皇帝一时

难以决断， 于是决定委派专人前赴南疆 “将可垦之地逐加履勘”。 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 十二

月， 谪戍伊犁的林则徐前往喀喇沙尔， 奉命与办事大臣全庆会合， 办理勘垦事宜。 他们二人历时

近一年， 足迹遍及南疆八城， 共勘得可垦地近 ６０ 万亩。 林则徐根据各城实际情况， 分别实行

“全部给回” “民回兼顾” 及 “全部招民” 三种解决办法。 库车、 乌什、 和阗均属偏小之城， 内

地民人数目有限， 招募困难， 而当地 “无田、 田少之人， 则皆欣欣然希图承种”。① 阿克苏虽为

大城， 但此地以内地贸易商人居多， 而新垦地亩离城较远， 商民难以兼顾垦田。 所以， 以上四城

新垦荒地全部拨给维吾尔户民耕种。 喀什噶尔、 叶尔羌二城， 道光初年已为招户兴屯之地， 有一

定数量的移民定居， 故将新垦荒地分别拨给他们和维吾尔户民耕种。 喀喇沙尔以及吐鲁番、 哈密

地处要冲， 移民往来者众多， 因此全部安置内地民户。
清朝政府经过反复考量， 同意了林则徐提出的方案。 从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 十一月， 道

光皇帝不断下达关于垦种的谕令， 南疆各地掀起了农业开发的热潮， 大批移民随之迁入南疆各

城。 其中， 喀什噶尔屯田扩大为八处， 有平庆屯、 广积屯、 得意屯、 太平屯、 屡丰屯、 镇远屯、
安边屯、 永定屯， 共有耕地 ２１４４２ 余亩， 屯民增加到了 ５４１ 户， 每年额交小麦 １０７２ 余石。② 喀喇

沙尔屯田兵裁撤归伍， 所遗土地 １０ 万 ４ 千亩招徕商眷户民 ６２５ 户认种， 每年共征粮 ６７６０ 石，③

比过去屯兵交粮还多。

三　 移民与清季新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 新疆爆发了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暴动。 但由于各种原因，
斗争并没有得到健康发展。 一小撮封建主和宗教上层篡夺了各地武装的领导权， 形成了割据局

面。 在这种形势下， 浩罕军官阿古柏挟持和卓后裔乘机侵入南疆， 并建立 “哲德沙尔” 政权。
九年， 阿古柏又攻占吐鲁番、 乌鲁木齐、 玛纳斯等地。 为了与之展开争夺， 第二年五月， 沙俄便

以 “代收代管” 的名义， 侵占伊犁地区。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 经过十余年的战乱， 天山南北到处是断墙残壁，

人口散亡， 土地荒芜， 水利堙废， 一片破败景象。 战乱期间， “户口伤亡最多， 汉民被祸尤

酷”。④ 当清军收复各地时， 乌鲁木齐 “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⑤ 伊犁各城 “耕者不

及十分之二”。⑥ “库尔勒则空城一座， 间无人烟”。⑦ 喀什噶尔 “有汉人五六千……， 均薙辫回

装以自别”。⑧ 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在逃离时， 竟于城外八栅地方杀害无辜 “汉民三百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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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枕藉道旁”。① 凄凉景象， 惨不忍睹。
清军收复新疆以后， 如何恢复被战乱破坏的经济， 事关驻军粮饷和新疆的长治久安。 为此，

清朝政府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 招集流亡。 恢复经济， 人是第一位的。 所以， 清军每收复一地， 即召集流亡， 恢复生

产。 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 十月， 左宗棠提出， 南北两路 “有属地被贼扰害， 户口逃亡， 官军讨

贼于师行地方， 且耕且战， 随地招徕难民复业， 杂居耕种。 比事定后， 地已开荒成熟， 乃还之

民”。② 难民复业， 按照户口受地， 酌给籽种、 农具、 耕牛， 收获后缴本归仓， 其余照时价卖出，
以供军粮。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清军正式开始收复新疆之战， 首先光复北疆的奇台、 吉木萨尔、
阜康、 乌鲁木齐、 昌吉、 呼图壁、 玛纳斯、 库尔喀喇乌苏、 精河等地。 至光绪四年， 清朝政府在

各地召集流亡共 ６４００ 余户，③ 与上述各地原有 ２４０００ 余户相比， 仅有四分之一强。 这种情况一

方面反映了招募民户的困难， 同时表明了当时人口散亡的严重程度。
二、 恢复屯田。 为了解决军队粮饷， 早在清军进兵新疆之初， 就在哈密、 巴里坤、 古城等地

进行屯田。 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 帮办新疆军务大臣金顺便派员在哈密五堡地方垦种屯田， 报垦

荒地 １９０００ 余亩， 可获粮数千石。④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左宗棠又奏请裁汰两营弁勇共 ４０００ 人，
分为十屯在哈密沁城两堡屯田。⑤ 巴里坤原有一厂二屯， 恢复后垦田 ４０００ 余亩。 另外， 还有民

垦 ３６００ 余亩。⑥ 至光绪六年， 兵民报垦 ５ 万数千亩， 已经接近原来的耕地面积。 不包括 ９００ 余

户民户报垦的耕地在内， 奇台有军营新垦耕地 ６６００ 余亩。⑦

三、 修浚河渠。 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 在干旱、 半干旱的新疆地区， 尤为如此。 所以， 清

军收复新疆以后， 把修浚河渠作为恢复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 悉心筹划， 先后修浚了哈密石城子

渠， 镇西厅大泉东渠， 迪化州永丰渠、 太平渠、 安宁渠， 绥来县长渠， 奇台县上开垦渠、 下开垦

渠， 吐鲁番坎儿井 １８５ 处， 库尔勒旧渠 ４０ 里， 库车阿柯寺两处长达 ６０ 里大渠， 以及玛喇巴什苏

沙湖大坝和大连、 小连、 北连诸渠等。 修浚河渠主要以驻防营兵勇为主， 兼用民力。 由驻防清军

雇佣的民工， 给以雇值； 由 “地方官募民兴修者， 亦议给工食”⑧。
除了修治水利设施以外， 清军和当地民众修复了被战乱破坏的城堡和交通驿站， 为安定社会

和恢复经济创造了条件。 至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 “综计南北两路征收粮数折合京斗已二十六万一

千九百余石。 而就南路收数计算， 较户部钞案从前额征十三万余石已增十万六千五百石有奇”。
“北路续增及开渠成熟地亩新赋合算， 自更有增无减”。⑨ 也就是说， 新疆经济基本上恢复了战乱

以前的水平。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新疆建省， 与内地行政建置划一， 迁居新疆的移民进一步增多。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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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了三类成员：
一是裁汰的老弱残兵。 光绪十年四月， 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鉴于屯兵时而耒耜， 时而干

戈， 心志不能专一， 且 “各怀故土之思， 暂耕于此， 虽任耰锄之役， 不期收获之丰”， 生产积极性

不高， 效率较低。 所以， 他建议将各旗营勇裁弱留强， “就各兵驻防之所， 如有荒地可拨， 为之酌

数分给， 即同己业”。 “甲年无息取偿， 乙年扣抵， 复从其轻， 必且乐此不疲”。① 实际上这种办法

是将土地分给退伍士兵， 仿照民屯的形式向清朝政府缴纳赋税， 无疑有助于调动屯兵的积极性。
二是遣犯。 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 将内地的重罪犯人发遣新疆服役， 称为 “遣犯”。 光绪

十二年 （１８８６）， 清朝政府决定将直隶、 山东、 山西、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七省秋审减等人

犯发往新疆助兴屯政。 这是建省后发到新疆的第一批遣犯， 据报有 ２７００ 余名， 加上妻室子女至

少在五六千人。 他们分别被安插在迪化、 哈密、 奇台、 吉木萨、 阜康、 昌吉、 绥来、 呼图壁、 精

河， “仿照民屯， 优给牛籽房具口粮”。② 十五年三月遇赦， 这一批遣犯准予一体免罪， 入籍为

民， 最终落户新疆。③

三是移民。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 刘锦棠奏报 《新疆屯垦章程》， 清朝政府对移民屯垦采取

了更为积极宽松的政策。 章程规定： 每户给田六十亩， “或父子共作， 或兄弟同居， 或雇伙结

伴， 均按以二人为一户”。 “由公中借给籽种粮三石， 制办农具银六两， 修盖房屋银八两， 耕牛

两头， 合价银二十四两”。 另外， “月给盐菜银一两八钱， 口粮面九十斤。 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

算”。 “定限初年还半， 次年全缴”。 “缴本之后， 按亩升科”。 “自第三年始征半， 次年全征”。
在管理方面， “仍仿营田之制， 十户派一屯长”， “五十户派一屯正，” “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员管

理。 凡请领成本、 督察农工一切事宜， 地方官责之委员， 委员责之屯正， 屯正责之屯长。 仍十户

出具连环保结， 互相纠察， 层层钤束，” 以防止领本后潜逃、 耗费、 旷工及滋事不法等。④ 同时，
咨照各省督抚， 鼓励内地无地或失地农民前来新疆， 移民屯垦， 安家落户。

建省之后， 到底有多少内地移民迁居新疆， 史籍中并没有全面、 准确的统计数字。 不过直到

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在哈密仍然见到直隶、 山东等地的百姓来到新疆，
人数之多 “几于盈千累万”。⑤ 其后， 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虽然停止了， 但各省自流来疆者仍然

络绎不绝。 他们基本上都被安置在了北疆的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
清代迁入新疆的移民， 虽然大部分都在垦荒屯田， 但其意义较之过去已经有所不同。 “汉唐

之屯政， 专为养兵， 而未能兵民并济。 汉唐之屯政， 专为供战， 而未能战守兼宜”。⑥ 而清朝之

于新疆屯田， 除解决驻军后勤供应以外， 还面临着内地一些地方人口过剩的问题。 移民实边， 惠

养生民， 成了清朝政府在新疆屯田的重要目的之一。 所以道光皇帝说： “是屯田一事， 实为安

边、 便民、 足食、 足兵之良法”。⑦

垦荒屯田之外， 移民还把内地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新疆。 早在南北朝时期， 内地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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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缫丝技术就传播到了新疆。 但到了近代， 当地人 “但取葚代粮， 或称药材”， 并未发挥其缫丝

织造的经济效益。 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经善后局调查， 仅桑株地方就有桑树 ８０ 万 ６ 千余株， 于

是便教以 “饲蚕缫丝诸法”， 两年后便见微效。 各地所产新丝， “色洁质韧， 不减川丝”。 清朝政

府遂从湖州招募了 ６０ 名熟悉蚕务者， 带着桑秧、 蚕种、 蚕具来到新疆， 教当地民众栽桑、 接枝、
压条、 种葚、 浴蚕、 饲蚕、 煮茧、 缫丝、 织造之法，① 并在新疆各地设局授徒， 先南疆， 后北

疆， 发展新疆的蚕桑业。 但是， 由于此次推广蚕桑业， 均系官方一手操控， 严格规定 “民间茧、
丝不得自相买卖， 必悉数归局收买， 而绳以官价”。 官价极不合理， 养蚕民众从中不但得不到收

益， 反而受到不少赔累， 于是 “相戒不敢育蚕”。② 一时兴起的蚕桑业， 半途而废。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布政使王树枏派遣谪戍新疆的浙江绍兴人赵贵华到和阗等地考察蚕

桑业。 经考察， 赵贵华认为， 若发展新疆的蚕桑业， 必须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而要改进生

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又必须有技术人员。 因此， 他首先访求到了当年从浙江来传授技艺而未返回

原籍的工匠和培养的艺徒， 终于找到了工头韩庭秀、 提花匠毛金芳、 蚕工徐永高、 织绸匠蒋光

贤， 以及当年的艺徒夏木西、 司奈木、 阿和毛拉、 巴海， 并由他们 ８ 人组成技术班子。 他们首先

仿制、 制作了一批生产工具， 然后精选蚕种， 进行试验。 之后， 赵贵华提出了设局、 度地、 考

工、 栽桑、 择种、 制器、 选丝、 程功八项建议。 其中， 所提改良蚕种、 因地种桑、 招用技术人员

为各地所采用。 至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和阗境内植桑近 ２００ 万株， 每年出口英、 俄二国蚕茧 ２７ 万

斤， 丝 ８ 万斤； 所属织户 １２００ 余家， 一年织夏夷绸 ３ 万余疋。 莎车年产茧丝 ３ 万斤； 叶城产茧

１０ 万余斤， 丝 １ 万 ３ 千 ７ 百余斤； 特别是莎车府所属皮山县的木吉、 桑株、 桂雅泊尔等村庄，
“比户业蚕， 桑荫遍野”， 一片葱绿。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这里产茧不足 ７ 万斤， 第二年、 三

年连增 ３ 倍、 ５ 倍以上， 出口值银 ６ 万 １ 千 ３ 百余两。 在和阗及莎车等地的带动下， 温宿、 库车、
沙雅、 轮台、 焉耆等地皆植桑养蚕， 甚至连吐鲁番、 哈密及北疆 “不习蚕事之区， 亦闻而兴起，
栽秧、 购种， 转相传习”。 二三年之间， 南疆产茧丝由 ３０ 余万斤猛增至 ７０ 余万斤。③

清末， 新疆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经营矿产业， 或 “商办”， 或 “官商合办”， 或 “官督商

办”， 均有移民的资本投入其中， 如塔城喀图山金矿、 孚远县水西沟铁矿， 以及乌苏独山子石油

矿等。 虽然由于英、 俄等国的商品涌入， 上述投资并未取得应有成效但其不懈努力的精神还是值

得称道的。
清朝政府收复新疆以后， 为了加强边防， 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 采取各种措施， 招徕人口，

“以期户口日增， 荒芜日辟， 赋额日加”④。 但是， 至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移民较为集中聚居的镇

迪道， 人口仍未有完全恢复。 即便如此， 汉族作为移民中主要族群， 仍然与维吾尔、 满、 回、 蒙

古、 哈萨克、 柯尔克孜、 塔吉克、 锡伯、 达斡尔、 俄罗斯、 乌孜别克、 塔塔尔等民族一起， 最终

形成了新疆多民族共同聚居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 新疆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宋　 俐　 　 责任校对：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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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ｙｇｈｕｒ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Ｓｏｍ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ｙｇｈｕｒ Ｋｈ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ｅ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 ａｄｈｅｒ⁃
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Ｏｌｄ Ｕｙｇｈｕｒ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ｙｇｈｕ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Ｘｉ⁃ｚｈｏｕ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ｈａｄ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ｐｒｉｅｓ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ｉ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ｗａｒｄ ｓｅｔ ｕｐ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ｓｈｏ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ｉｓｍ； Ｕｙｇｈｕｒｓ； Ｘｉｐａｎｇ； Ｔｕｒｆ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Ｃｒｏｗｉｎｇ⁃Ｒｏｏｓｔｅｒ⁃Ｐｉｌｌｏｗｓ （ ｊｉ⁃ｍｉｎｇ⁃ｚｈｅｎ， 鸡鸣枕）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Ｗｅｉ Ｗｅｎｂｉｎ （９９）

Ｎｅｗ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Ｓ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ｐａｎｇ， Ｔｕｒｆａｎ， ２０２４
Ｌｉｕ Ｗｅｎｓｕｏ， Ｇａｏ Ｘｉａｏｘｉａｏ， Ｘｕｅ 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１１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ｓ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ｐａｎｇ， Ｔｕｒｆａｎ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ｔｗｏ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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